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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就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或北京规划建设

史而言，70年前的“梁陈方案”都是一个备受关

注的重要话题——1950年 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

联名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

建议》（以下简称《梁陈建议》），主张在北京老城

外的西郊地区规划建设一个中央行政区（图 1），

即“梁陈方案”。而在此之前，首批苏联市政专家

团于 1949 年 9 月来到北京，11 月 14 日由苏联

专家 М·Г·巴兰尼克夫（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аранников，1903—1958，作专题报告，建议将

首都行政机关布置在天安门广场地区，梁思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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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占祥在这次报告会上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正是受到这次会议的促动，梁、陈二人会后又提

出了正式的《梁陈建议》。从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

来看，政府方面未能明确采纳“梁陈方案”，而是

较多地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建议。

笔者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篇由梁思成、林徽因

和陈占祥合著的评论文章《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

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表明，

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在北京工业发展、城市人口

限制发展以及城市功能分区等方面存在共识，关

于城墙存废问题并不在双方争论的范畴，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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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集中反映在中央行政区规划问题上，

即苏联专家建议在北京城内的天安门广场

地区建设首都行政机关，而梁思成等则主

张在北京城外的西郊地区规划建设一个专

门的首都行政区 [1]。

对于梁思成等提出的建议，应当如何

认识和评价呢？早在许多年以前，学术界

业已形成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在建都初期，不利用旧城，

另辟新址建设行政中心，在当时国家财政

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国家经济

好转以后，抛开旧城，另建新的行政中心，

也是不可取的”[2]；另一种观点认为，梁、

陈所提“《建议》之不被采用，并非《建议》

本身有问题，而在于决策的失误，在于决

策者主观上的问题”[3]。几十年过去后，

大家对“梁陈方案”的认识不仅没有取得

统一，反而分歧更加严重，有关争论也更

趋白热化，并充满情绪色彩。不少相关文

章“给人的印象，都是执拗武断的执政者，

刚愎自用，压制梁思成，毁了老北京千年

古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郁郁而终，梁思

成抱恨终生”[4]。还有一些文章中，经常

引用梁思成曾对北京市领导彭真说过的一

句话，“50 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

我是对的”[5]。从这样的论调出发，似乎“梁

陈方案”就是科学、正义的代名词，而一

些领导的决策则是昏庸愚昧的。

那么，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

是否切合真实的历史情形？早年的“梁陈

方案”究竟是如何被提出的？如果它非常

科学合理，那为什么又未被决策者采纳

呢？在“新中国”和“新北京”建设之初

（1949—1950 年），首都社会生活中本来

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新生的人民政权

也特别强调对各方面民主人士的友好协商

与合作，政府当局怎么会武断决策呢？领

导们怎么会那么昏庸呢？细究起来，不少

问题仍然说不清、道不明，乃至让人感到

一头雾水。

几十年来，已有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视

角对“梁陈方案”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

了广泛的讨论，但迄今仍存在不少尚待进

一步厘清之处。特别是，一些既有研究较

多针对《梁陈建议》文本内容本身，虽然

对其科学理论价值进行了较充分的解读，

然而却不能回答“梁陈方案”究竟为何未

能获得政府认可这一要害问题，正所谓“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梁

陈方案”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和评价，

需要跳出“梁陈方案”，对政府决策问题

产生足够的敏感和关注，对规划决策影

响因素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相对系统的解

析，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和揭示出问题

的本源及症结所在。本文结合城市规划老

专家的访谈，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此分别

予以解读，期望对“梁陈方案”以及有关

规划决策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有所贡献。

一、规划技术方面的一些讨论

从规划技术的角度，赵瑾曾对“梁陈

方案”所建议的新市区的位置发表不同意

见，“对于‘梁陈方案’，我倒同意它的基

本思路。不过，我不太同意‘新北京’的

方案。新北京太靠近旧城了，也就是三里

河这一带。过去这里是日本人计划发展的

新区”，“我主张不要放在西边，而是要往

东边发展，在东边发展新区要好一点。因

为城市的发展有几个诱导因素，必须分析

清楚。西边 [离山区 ]太近了”[6]。

这段谈话代表了一种区域的观点，就

北京这个特大城市而言，其发展腹地显然

是在东部和南部方向。这也是今天国家在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之所以选

择在北京东部的通州建设副中心以及在北

京南部建设雄安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然

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需要一定的历史

观念。考察北京的城市发展史，在近代很

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初的几年，北京市行政辖区的范围是

相当狭小的，今天的北京市域范围，主要

是 1958年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后的一种结

果（图 2）。也正因如此，近代北京城市规

划工作中，但凡提到新市区规划，大都是

就西郊地区而言。

除了区位以外，有的专家对“梁陈方

案”的具体规划设计方案发表了一些看法，

图1：《梁陈建议》附图之“行政区内各单位大体部署草图（附与旧城区之关系）”（1950年2月） 图2：1949年1月北平市区划和解放初期军管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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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新规划的西郊中央行政区的设计方

案过于依附于北京旧城，不够宏伟，因而

应当加强对新区的城市轴线的精心设计。

这一思路，更多是基于城市设计的视角。

而一旦进入城市设计范畴，就涉及城市规

划的艺术性，问题的讨论就复杂起来，设

计方案不存在唯一性，也往往会见仁见智。

陶宗震认为，“从规划学术上来说，这个

[梁陈 ]方案不现实。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实

施的话，北京城就成了两个并行的中轴线，

这是犯忌的。这叫‘二元化’，是主从不分，

新的轴线比旧轴线还重”[7]。

城市轴线“二元化”的问题，是一个

专业性相当强的规划技术命题。也有专家

持不同的看法，王瑞珠认为，“东南亚的

双轴线是很多的”，“典型的如吴哥城，就

有两条平行的东西轴线，一条对王宫，一

条对巴戎寺，另有一条南北轴线与之相交。

王宫本身往往也不止一条轴线。如曼谷大

王宫本身就有三条轴线，相邻的玉佛寺另

有一条与它们方向垂直的轴线。金边王宫

亦有两条平行轴线，连边上的银阁寺一起

共有三条之多”；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

这些国家的建筑技术较为落后，“虽然是

石结构，但是没有掌握西方高级的拱券技

术，建筑本身做不了很大，只能往院落发

展”，“所有的吴哥古迹院子一重一重的，

跟北京故宫差不多”，靠建筑的群体组合

来展示气魄；与东方建筑显著不同，“西

方一些国家的建筑技术很先进，又是石建

筑，拱券结构很早就使用了，可以把建筑

个体做得很雄伟，规划轴线的作用相对就

比较弱了”。[8]

就规划技术方面而言，还有一些细节

也是值得关注的。譬如首都中央机关的位

置问题。“梁陈方案”建议在西郊新市区

规划一个中央行政区，但同时却又提出“利

用旧城区内已建设的基础，作为服务的中

心，保留故宫文物区为文娱中心，给两方

面的便利，留出中南海为中央人民政府”[9]。

这样一来，留在中南海的中央人民政府与

西郊规划的中央行政区，两者之间的衔接、

配合与协调关系就需要讨论了，而《梁陈

建议》并未就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再譬如西郊行政中心区“东移”问题。

早在 1937—1945 年，日本侵略者曾占据

北京，并制订出以西郊新街市为重点的《北

京都市计画大纲》（1938年），西郊新街市

的地点在公主坟以西。在“梁陈方案”出

台的过程中，陈占祥曾向梁思成提出建议，

把西郊的中央行政区规划在公主坟以东。

这一“东移”的规划技术处理，固然使行

政中心区避开了日本人曾经经营过的“殖

民地”，降低了从政治角度对“梁陈方案”

图3：“梁陈方案”规划的中央行政区位置与原西郊新街市计画及北京老城的关系

予以批判的不利因素，并且行政中心区与

北京城区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旧城的使

用得以兼顾（图 3），但与此同时，却也导

致一个重要理论性问题的出现：西郊规划

的“新城”，是否会与北京城区连绵发展

和蔓延呢？

反观日本侵略者制订的北京都市计画

方案，西郊新市区与北京城区之间有一个

重要的功能区域——绿带。“对于城内向

城外之发展，拟于城之四周距城墙一公里

至三公里处，设置绿地带。”[10] 之所以如

此，除了将日本人所居住的西郊新市区与

中国人居住的北京城区有所隔离这一现实

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考虑还在于其理论意

义——自 1898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

理论构想开始，绿带一直是欧美近代城市

规划理论与实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划要

素，是防止城市无序蔓延、建设兼顾城市

和乡村两方面有利条件的田园城市的重要

规划手段。

再来看英国规划师阿伯克龙比（L. P. 

Abercrombie）主持的 1944 年大伦敦规

划——这是“梁陈方案”有所借鉴的一个

重要规划案例。其重要规划措施之一即“在

伦敦四周设置一条绿带，其位置正好就在

1939年战争爆发时的城镇集聚区的边缘；

平均宽度为 5英里（8km），构成一个制止

城市蔓延的有效屏障，同时这也给伦敦居

民提供了很好的游憩地带”[11]（图 4）。对

比“梁陈方案”，西郊规划的“新城”——

行政中心区几乎是紧贴着北京城发展的，

两者之间并没有绿带。另就新城距母城的

距离而言，“梁陈方案”提出“新中心的

中轴线距复兴门不到二公里”[12]，而大伦

敦规划确定的新城方案则“建在离伦敦 20

至 35英里（35～ 60km）的地方” [13]。“梁

陈方案”与大伦敦规划的这种显著差异，

应如何理解呢？

二、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些讨论

以上从规划技术方面对“梁陈方案”

的一些讨论，由于较强的专业性而并不为

一般人所了解或认识。除此之外，关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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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44年大伦敦规划确定的绿带环（左）及其1944—1964年发展情况（右）

陈方案”的大量议论主要集中在财政经

济方面：“这个事情有一个问题，不现实。

当时刚刚建立新中国，国家底子很薄很薄。

再加上一个问题，1950年就开始抗美援朝

了，国家更困难了，就没有这个财力”[14]；

“这个方案，思路很好，但不切实际，在

当时不可能完成。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水

平是什么样？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的解放

战争，穷得一塌糊涂。如果另起炉灶，搞

个新城，即便搞出来了，也只能因陋就简，

到现在恐怕也得拆了重建。那时候，就只

能往老城里挤呗”[15] ；“解放初期国家非

常穷困，政府这么多机构，人民这么困苦，

旧城里有很多王府可以利用，中央不能接

受‘梁陈方案’。当时如果按照‘梁陈方案’

做起来，要拿出一大笔钱来建设大量的设

施，当时不可能那么做”[16]。

从财政经济方面分析“梁陈方案”难

以施行的原因，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无需

赘言。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共和国成立

初期，国家难道真的没有在西郊规划建设

一个新区的财政经济能力吗？

数年前在“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历史

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曾将“梁陈方案”与

大致同一时期产生的避开旧城建新区的

“洛阳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 [17]，旨在说

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并非没有足够的财政经济实力来规划

建设一个新区，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规划

建设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区？

就“八大重点城市”而言，不仅洛阳

的涧西区是规划建设在旧城以外的一个新

市区，兰州的七里河区、西固区以及包头

的新市区同样如此，它们都是在一片空地

上建设起来的。不仅如此，与“梁陈方案”

提出的新市区紧邻北京城区、便利于建设

相比，兰州西固区和包头新市区与旧城的

距离长达 20km左右，这些新区建设实施

的难度以及其财政经济方面的代价，绝不

亚于北京西郊的新市区，它们为什么会最

终被建设起来、成为现实呢？

这显然主要是因为，洛阳、兰州和包

头等规划建设的新市区，布置的主要是一

些工业项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

二白、政权亟待巩固的时代背景下，这些

新市区是国家十分重要的工业基地，是提

升国家国防军事实力的重要载体，具有突

出的战略意义。因而，不论花费多少财政

经济代价，无论要经过多么漫长的建设过

程，政府一定要把它们切实地规划建设起

来。在“一五”时期，我国城市建设强调

“先生产、后生活”，“因陋就简”，正是为

了集中力量，把有限的物力、财力用于生

产建设，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

进程，此乃立国之本。

可是，对于“梁陈方案”所建议的在

北京西郊规划建设的一个行政中心区，就

要另当别论了，因为它涉及特殊而敏感的

中国社会文化。

三、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因素

首都行政中心区，显然是为一个国家

中央一级的各类行政办公机构所服务的，

主要是一些政府办公建筑，而就我国城市

营建的传统文化来讲，政府办公楼的规划

建设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特别是，中

国自古就有“官不修衙”的文化传统。早

在 1930年代，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曾

明确要求：“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

县长就地正法！”[18]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的

城市规划建设史，尽管国民政府时期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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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张旗鼓地开展中央政治区的规划设计工

作，但这也是一个劳民伤财之举，甚至被

批评为政府方面的昏庸腐败。1949年中国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对于政府办公楼

的修建，一直采取相当严厉的限制措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务院

总理周恩来曾多次强调：“在新政府任职，

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19]。正因如此，新中国成

立后的各级政府机构名称中，特别强调必

须有“人民”两字。周恩来曾多次在不同

场合一再表明，在他任总理时绝不建国务

院办公楼。数十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也

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各地的“楼堂馆所”

建设。

就毛泽东而言，1949 年 11 月 26 日

时他曾就各地修机场的经费问题给聂荣臻

和刘亚楼批语如下：“各地修机场是一件

大事，必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

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请你们发统一指

示”；12月 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

名义对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

报告作出转发批语：“我们同意此种办法。

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

委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

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20]。

当时，解放战争仍在持续，机场修复

的重要性不可谓不大，对其尚且明确要求

“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拒绝支付一切可

以减省的经费”，那么，对于耗资特别巨大、

情况异常复杂的中央行政区建设而言，是

否属于“可以减省”的范畴呢？

作为北平解放初期负责首都行政房屋

建设的一个重要机构——中央直属机关修

建办事处，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中央机

关驻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曾有人

建议在‘新北京’统筹建造。但中央领导

没有采纳，要求利用旧房，从简安排。” [21]

该书中还披露了当时工作中的一个细节：

中南海毛泽东主席所使用的“菊香书屋拟

修建暖廊，一切均已布置，即将开工。被

毛主席发现，坚决反对，没有施工”[22]。

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特殊性质，反映了与

群众同甘共苦的基本精神 [23]。

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显

著增强，规划建设一个新的中央行政区，

早已不存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但是，

中央却迄今仍然没有谋划新的中央行政区

建设，这是为何呢？恐怕也有社会文化方

面因素的考量。

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因素

除了财政经济和社会文化之外，政治

和外交方面的一些情况对政府规划决策也

有显著影响。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全国还有大片的国土

（如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

区）尚未获得解放，海南岛和西藏更是直

到 1950—1951 年才解放。就之前获得解

放的地区而言，也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

面，许多社会问题亟待研究处理。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台湾国民党政权

权美帝国主义对上海和北京等地不断采取

封锁、轰炸、特务武装袭扰等多种方式进

行破坏和捣乱，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

2月的空袭多达 26次 [24]。以 1950年 2月

6日的“二·六”轰炸为例，国民党出动

飞机 17 架窜入上海市区上空，对北起吴

淞、南至卢家湾一带，投弹百余枚，致使

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地区的电厂、水

厂、造船厂严重受损，1400余间民房被毁，

1600余人伤亡，5万余人无家可归 [25]。

从财政支出来看，据统计，1949年我

国军费开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1950 年仍占 41.1%[26]。1950 年 6 月朝鲜

战争爆发后，面对国内十分薄弱的经济形

势和亟待稳定的社会形势，中央毅然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而

同年 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则

被迫提出“把财政经济工作放在抗美援朝

战争的基础上，战争第一”以及“边打、

边稳、边建”的方针 [27]。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中国最为紧

迫、最为重要的任务，当然是“建国”及

政权如何进一步巩固的问题。而提出规模

庞大、标准较高的中央行政区建设，显然

是不合时宜的——“人民政府不可能像明

成祖朱棣那样花十几年时间营建皇宫然后

再迁都北京”[28]。

对于 1949 年底的这一段时间而言，

还有另一个必须引起特别注意的问题，这

就是中苏关系的问题。自 1949 年 6 月毛

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后，中苏两

国迅速缔结了友好互助的同盟。1949 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苏

联政府于次日（10月 2日）宣布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

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强有力的支持。1949年

10月 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

会议通过了《中苏友好协会章程》。与此

同时，一大批苏联专家正在中国各地开展

形式多样的技术援助工作。就 1949 年 8

月底随刘少奇来华的 200多位苏联专家而

言，他们大多是经济技术方面的顾问，主

要被安排在东北地区和北京、上海等地工

作。除此之外，当时在华工作的还有许多

军事领域的顾问和专家，1950 年 1 月以

前至少有海军专家 711人，空军专家 878

人来到中国进行各方面的援助 [29]。

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大规模技术援助，

长达 10年之久，其中又以 1949—1950年

的这段时期最为特殊，因为新生的人民政

权尚在建立之初，治国理政和经济建设等

的经验都严重缺乏，故而对苏联援助的依

赖程度也就极为突出。

就当时中苏两国间一些援助事宜的沟

通而言，不仅经济方面的苏联专家来华问

题需要中国最高领导人直接与斯大林商谈

解决，军事方面的一些苏联顾问的来华问

题几乎也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出面

与苏联领导人联系或协商的，譬如，1949

年 10月中国要求苏联派两名保卫专家来

华以及 11月要求为全国总工会派一名顾

问，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直接向斯大林提

出的 [30]。

更重要的是，1949 年 12 月 6 日，毛

泽东离开北京赴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图 5），

后又电请周恩来同去苏联，在毛泽东和周

恩来的亲自参与和不懈努力下，中苏双方

于 1950年 2月 14日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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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人民日报》刊载关于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报道（1949年12月18日）

图6：首批苏联市政专家收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给中共北京市委回信的中译稿（左，
1952年5月31日），以及彭真给首批苏联市政专家致谢并呈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信函（右，
1952年7月20日）

一卷）俄文版 12册；1952年 7月，中共北

京市委又回函给苏联市政专家团成员，赠送

刚于 1952年 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二卷）精装本 17册（中共北京市委，1952

年）（图 6）。再以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为例，

1951年 4月初，北京都委会也曾专门研究

并致函外交部请求协助，“拟聘苏联建筑专

家巴兰尼可 [克 ]夫同志为本市都市计划委

员会名誉顾问”[32]。

在这样一种中苏两国亲密无间、苏联

专家备受尊敬的政治和外交的背景条件下，

对于“梁陈方案”所提出的与苏联专家建

议不尽一致的一些意见，中国一些领导者

应当如何考量？又会做出何种决策呢？推

想起来，想必即便是“梁陈方案”所提意

见完美无缺，而苏联专家所建议内容漏洞

百出，恐怕也不会轻易接受“梁陈方案”

的意见吧？！何况“梁陈方案”实际上也

并非完美无缺呢！

陈占祥曾回忆：“但是，时隔不久，

这一《建议》却被视为与苏联专家‘分庭

抗礼’，与‘一面倒’方针‘背道而驰’ 。”[33]

这一点，也许是决定“梁陈方案”命运最

主要、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

五、规划决策各种影响要素的分层

现象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各项建设事业所作

出的综合部署，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长远

发展的整体谋划，因而，城市规划的决策

必须要兼顾各方面因素及其种种潜在的影

响，进行综合平衡，合理决策。

就以上所讨论的与“梁陈方案”决策

有关的各层面因素而言，它们对规划决策

产生影响的程度以及优先次序是截然不同

的。在规划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比如中

央行政区在西郊或其他位置选址、采用何

种城市设计方案及具体的空间艺术等，显

然不能与财政经济层面的一些问题相提并

论。而一旦与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相比，

财政经济层面一些因素的重要程度又显著

降低。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最终又要受

到最根本的政治因素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

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

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

文件。毛泽东和周恩来后于 1950 年 2 月

17日夜离开莫斯科返华。

由此不难理解，在 1949年底前后，中

苏关系是涉及新中国建国方略的一个十分

特殊而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这一点，

也就在根本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的高层领

导对待与苏联专家有关的一些事项的基本

态度。正如 1949年 8月 27日刘少奇在中

共中央东北局欢迎苏联专家的干部大会上

的讲话：“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

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如果出现搞

不好的局面，我们的同志要负责任。这就

要‘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我们必须

严格要求自己。”[31] 刘少奇这次讲话中谈到

的口头禅“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也

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苏联专家相关问题

的一个重要原则。

就 1949年来华的首批苏联市政专家团

而言，在他们于 1950年 5月结束在华工作

返回苏联之后，中国政府方面仍然保持着与

他们的沟通、联系和友谊。譬如，1951年

12月时，根据彭真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

经由外交部向 1949年首批苏联专家团的 17

位苏联专家赠送了刚于 1951年 10月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精装本各一册。苏

联专家收到赠书后，于 1952年 5月致函中

共北京市委，回赠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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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因素等的制约和统帅。这一点，或许

可以归纳为规划决策各种影响要素的分层

现象（图 7）。

这样的一种规划决策影响规律及分层

现象，也反映出城市规划工作的内在本质

及固有特点。“就城市规划工作来讲，应

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规划的政策研

究结论，一个是技术研究结论”；“规划的

政策研究，也就是和政治结合最密切的阶

段。所谓政策研究，主要是城市规划的政

策、原则、方向，还有其他一些大的方

面”，“规划政策研究的这些方面，都是原

则性的一些内容，是和政治密切结合的，

是党的整个方针政策在规划工作方面的一

个深化，这是主要的。与此同时，才是城

市规划的手法，或者叫技术方法、技术手

段”；“这两个方面是相呼应的，前者也就

是在中央领导同志所确定的一些大的方针

政策的指导之下，关于城市规划工作的一

些基本原则，而城市规划工作的技术手

段，[ 当时 ] 主要就是由苏联专家的建议 

相配合”[34]。

在这个意义上，如下对“梁陈方案”

的评价，或许是较为睿智的：“梁思成和

陈占祥提出的规划方案，应该说只是他们

的一家之言。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而言，首

先是党的方针政策的体现。城市规划不能

离开党的方针政策，城市规划不可能是纯

技术的工作”，“他们缺少点政治艺术，城

市规划不能脱离政治艺术”，“‘梁陈方案’

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进行综合平衡”[35]。

透过“梁陈方案”事件，也给广大规

划师以有益的现实启示，城市规划工作者

仅仅具备规划设计的专业技术素质和能力

还远远不够，同时还必须要强化政治意识

和政策观念，能够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更综

合地考虑有关规划问题，从而有效提升城

市规划工作对接公众和服务于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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